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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
看白乐晴的文学观

20 世纪 60 年代的韩国，朴正熙政府推出了“祖国现代化计划”，经济

现代化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此同时，在韩国文学界，何为现代文学，如

何界定本国文学史上的现代，以及如何看待传统等问题，也成为关注和争论

的焦点。无需赘言，这些讨论关涉到韩国文学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发展方向。

在有过被殖民经历、被动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国家、地区的知识界，普遍面

对何为“现代”，如何看待与“西方”和“传统”的关系这一思想课题。然而，

朝鲜半岛上南北分断的状况，影响了韩国知识分子讨论上述问题的具体形式，

也造就了其思考所经历的特有过程。韩国文学评论家、思想家白乐晴 1 的长文

《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2（1966）为我们认识这一过程提供了有效线索。

《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一文属于白乐晴的早期文学评论。它是白乐

晴回应当时韩国文坛正在进行中的“纯粹 / 参与文学论争（순수 / 참여문학

논쟁）”的产物。20 世纪 60 年代初，韩国文坛就“文学面对现实应该采取

怎样的态度”展开论争，韩国文学史上将此视为“纯粹 / 参与文学论争”的

开端。论战中，主张文学应积极参与现实的“参与文学派”的观点，看似毫

无新意，却在本质上构成了对韩国文坛既有文学价值评价标准的挑战。进入

70 年代后，以白乐晴为中心，文艺季刊《创作与批评》的知识分子群体提

出了“民族文学论”，试图打破大韩民国建国后在极右反共主义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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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白乐晴，1938 年生于韩国大邱市，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布朗大学，取得英美文学、德国文

学学士学位。其后，在哈佛大学获得英美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留学归国后执教于首尔大

学英文系。1966 年创办文艺季刊《创作与批评》。

 2 《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一文发表于《创作与批评》1966年夏季号。本文引自白乐晴：《新

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首尔：创作与批评出版社，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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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立起的“现代文学”之标准，重新书写

韩国文学史，重新评价作家及作品之价值。

“民族文学论”提出后，一跃取代“纯粹文

学论”，成为了韩国文学批评界的主流话语，

为韩国当代文学揭开了新篇章。

相比白乐晴 70 年代以后发表的文学评论，

研究者对于《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关注

较少。从总体上看，相关研究主张白乐晴的

文学思想经历了从《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

时期倾向于“西方”到走向“民族”的变化

过程。文章中“引领我们今天的文学”之传

统“殆无”的语句，则被视为白乐晴早期“西

方世界观”、“民族劣等意识”的证据。

本文试图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新

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一文对“现代”与“西

方”、“传统”关系之思考，考察其与“纯粹

/ 参与文学论争”以及“民族文学论”之间的

关系。本文着力于论证，白乐晴在这篇文章

中的思考不仅批判性地继承了“纯粹 / 参与文

学论争”之核心问题意识，还包含着日后成

长为“民族文学论”的关键要素。

一、 “过时”的文学论争

1966 年，《创作与批评》创刊号刊载了

时任主编白乐晴的长文《新的创作与批评的

姿态》。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如何看

待文学的纯粹性；（二）文学的社会机能与

读者；（三）韩国的文学者；（四）回顾与

展望。从内容上看，文章主要在回应韩国文

坛当时尚在论争中的问题——如何看待文学

的社会功能。就这一问题，韩国文坛分为泾

渭分明的两派：强调文学的纯粹性、主张文

学应与现实保持距离的“纯粹文学派”，以

及主张文学应积极参与现实的“参与文学派”。

然而，两派之间论争的焦点却不在于文学原

理的层面，而是一个更具现实性的问题：韩

国的文学应以何种态度面对现实？当时论争

的当事人尚且不知，此后，与此问题相关的

大小论战在韩国文坛相继出现，延续了整个

60 年代，直到 70 年代初才落下帷幕 3。那么，

这个看起来并不新鲜的话题，何以在 60 年代

《创作与批评》1966 年创刊号

 3 Yu Munseon（유문선）：《文学中的现实与参与》，《用

论争解读韩国史 2》，首尔：历史批评社，2014 年，

第 327 页。作者在文章中没有标注其汉字姓名，本文

根据韩国通行的“韩文姓名英文转换法”标注作者姓

名的英文发音。以下注释中凡同时标注作者英、韩文

姓名的，均为同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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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韩国文坛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

《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一文开篇就给

出了相应线索。白乐晴极其简洁地梳理了近

代以来朝鲜半岛上关于纯粹文学与参与文学

的论争史。然而，他的焦点却不在论争史本身，

而在于朝鲜半岛上现当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

纠葛：

这当然不是新话题。在我们文坛，所谓纯

粹文学与倾向文学的对立，从日帝时期就有过，

解放后，文人们也就这个话题展开过激烈的论

战。然而，当时的论争带有浓烈的左、右派文

人围绕文坛的主导权进行政治斗争的色彩，以

任何一方都未能留下明显的文学贡献而告终。

大部分左派文人没多久就失去了踪迹。尤其是

6.25 事变 4 以来，政治的、军事的反共态势都

被强化，也就无暇致力于开放的文学讨论了。

好一阵子，“纯粹文学”与“自由企业”一起

似乎成了韩国民主主义铁的法则，难以容纳任

何脱轨行为。因此，在休战十余年后，这个问

题作为未完之课题回归我们的视野也是理所当

然的。虽有时空错乱之感，但能再次形成讨论

仍应感到幸运。5

上述引文指出了近代以来朝鲜半岛的文

学论争具有的政治色彩，以及政治的动荡不

安对文学发展造成的巨大影响。关键在于，

当白乐晴说出大部分左派文人失去了踪迹，

而朝鲜战争以后反共态势之加强，让“纯粹

文学”成了韩国民主主义铁的法则之时，他

实际上是在 1966 年的视点上回望大韩民国建

国后韩国文坛乃至整个知识界被反共意识形

态牢牢钳制的历史。

在朝鲜半岛的日殖时期和解放后，曾分

别有过一次关于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的论争。

在两次论争中，主张文学积极介入现实的基

本是左翼文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在韩国

建国前后以及朝鲜战争期间大规模去往朝鲜。

留在韩国的，也被迫经历了政治上的转向。

朝鲜战争爆发前，韩国社会内部仍然存

在一些中道乃至左翼政治力量，民众也尚未

被反共意识形态所统合。然而，以朝鲜战争

为契机，韩国极右反共主义的政治体制得到

空前强化，“反共意识形态”实现了与“国

家安保”话语的结合，开始具有强大的社会

动员力。6 战后十余年里，在“反共亲美”的

穹顶之下，主张“参与文学”一度意味着政

治上的“亲共”嫌疑。在这一时期的韩国文

坛，“反共文学”以及与现实保持距离、追

求为文学而文学的“纯粹文学”成为了主流，

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那些有着左翼脉络的

作家和作品，被迫退出了体制所建构的韩国

现代文学史叙述，成为了不能被触碰的禁忌。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纯粹论”主

 4 “6.25 事变”即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于 1950 年

6月25日，韩国基于己方立场，称之为“6.25事变” 、

“韩国战争”。中国于同年10月应朝鲜政府的请求，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称之为“抗美援朝战

争”。

 5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17 页。

 6 关于朝鲜战争前后韩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参见孙

浩哲：《韩国战争和意识形态地形——国家、支配联

合、意识形态》，载《韩国与国际政治》第 6 卷第 2

号，庆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1990年 ,第 1-27页；

Yoo Jaeil（유재일）：《分断体制和极右反共意识形

态的政治经济学，韩国战争与反共意识形态的扎根》，

首尔：《历史批评》第18号，1992年，第139-150页；

Moon Sangseok（문상석）：《战争和国家建设研究——

以韩国战争为中心》，韩国延世大学硕士论文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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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不仅是文学领域，还有韩国的知识和学

术生产。以韩国史学界为例，朝鲜战争爆发

的 1950 年代，标榜“纯粹”、“客观”学术态

度的实证主义史学一家独大，朝鲜半岛解放

后一度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踪迹全无，而

以克服日本的殖民史观为己任的民族主义史

学研究因威胁到李承晚政府的合法性也被迫

陷入停滞状态。7 在此意义上，“纯粹 / 参与

文学论争”虽然发生于文学领域，但它涉及

韩国的知识和学术生产应如何面对现实的问

题。

在此状况下，白乐晴口中文坛未完的课

题得以再次回归的“幸运”又是如何到来的

呢？从韩国社会内部来看，这得益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4.19 革命”为代表的数次反体制

运动。这些运动以“民主”、“民族统一”为

口号，表面上没有触碰“反共主义”的政治

制度红线，却逐步拓宽了韩国社会的思想空

间。

“4.19 革命”虽以反对李承晚政府贿选，

维护议会民主主义制度为直接诉求，实质上

却推动了作为反体制话语的民族主义的思潮。

有学者称，“4.19 革命”的外衣是民主主义的，

内核是民族主义的。8 李承晚当局视“反共统

一”为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唯一正确道路。

而“和平统一”的提法因与同时期朝鲜官方

的统一论相类，被视为“亲北”的表现和对

大韩民国国家原理的挑战 9。“4.19 革命”冲

破了这重禁忌。韩国社会的思想氛围因此迎

来了新的转机。20 世纪 50 年代，韩国社会美

国文化泛滥。而 60 年代初的统一民族主义运

动激发了韩国知识分子探索民族文化自主发

展道路的使命感。民族主义史学研究在这次

运动的推动下得以正式重启 10。也是在追求政

治民主与民族统一的时代氛围之下，韩国文

坛部分进步文学评论家对“纯粹文学”这个

既有的文学价值评判标准发起了挑战，主张

文学应积极参与社会。

然而，在《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一

文发表时，让韩国社会体制批判型民族主义

情感空前高涨的，则是朴正熙政府上台后为

推进韩国经济现代化而重启“韩日会谈”引

白乐晴近照

 7 李万烈：《韩国近现代历史学的历程》，首尔：绿色

历史出版社，2007 年，第 619 页。

 8 崔元植：《从民族文学论到东亚论：崔元植对话亚际

青年学者》，高士明、贺照田主编：《人间思想第六

辑 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台北：人间出版社，

2017 年，第 227 页。

 9 O Yuseok（오유석），《和平统一论与进步党事件》，

历史批评编辑委员会编：《用论争解读韩国史 2》，

第 285 页。

10 李万烈：《韩国近现代历史学的历程》，第614-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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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韩日会谈反对运动”11。在这次运动的

推动下，韩国进步知识分子批判韩国社会的

“买办文化”，主张要警惕韩国被外来文化

精神殖民的危险。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体

制批判型民族主义成为韩国进步文学、艺术

的主流话语。同时期的“参与文学论”多立

足于此。12

就像这样，20 世纪 60 年代的“参与文学

论”伴随着韩国社会内部意识形态的变化而

出现，与体制批判型民族主义思潮有着密切

的关系。同时，它也是对韩国文坛主流的文

学价值评判标准的挑战。“纯粹 / 参与文学论

争”聚焦的是韩国文学应以何种态度面对现

实，但它勾连着韩国知识和学术生产怎样面

对民族分断与民主政治缺失的现实，怎样想

象朝鲜半岛的未来等更加广阔的问题。

然而，在当时韩国极右保守主义政治体

制依然顽固的前提下，文坛的风气不可能在

一朝一夕间得以扭转。第一阶段的“纯粹 / 参

与文学论争”整体上是一种立场之争，停留

在文学是否要积极介入现实的层面上，对于

韩国文学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如何介入等问

题鲜有论及，毋庸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最

终论战以“纯粹文学派”攻击“参与文学派”

思想上的“亲北（朝鲜）”倾向和“亲马克思

主义”倾向，后者则极力撇清而告一段落。13

那么，以《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一

文积极地介入到“纯粹 / 参与文学论争”之中

的白乐晴又如何看待这场论争呢？“过时”

二字是白乐晴对这场论争的总体评价。白乐

晴的上述态度奠定了他这篇文章的基调：论

争整体上呈现出的是韩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

中的落后性。借助于对这场论争的讨论，白

乐晴要做的是展现出区别于二者的“创作与

批评的新姿态”。

二、韩国文学现代化之重重困境

（一）前近代的社会结构与西方“先进”

理念的简易结合

民族文学论的主要论者之一崔元植曾提

到：“民族文学论的唯一导师就是现实”14。

这种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早在《新的创作与批

评的姿态》一文中就已显露无遗。文章首先

直面的，是“纯粹 / 参与文学论争”所暴露出

的同时代韩国文坛的现实。通过对两种文学

观理论根源的分析，白乐晴回应了朴正熙政

府的“祖国现代化计划”轰轰烈烈进行之时，

韩国文坛乃至整个韩国知识界两股对立的思

潮——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

对于韩国的“纯粹文学论”，白乐晴实

际上将其界定为源自西方，传入韩国后经历

了本土化过程的文学话语。他对“纯粹文学论”

11 为了获得韩国经济现代化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同时服务于美国的亚洲战略，朴正熙上台后立即着手

重启“韩日会谈”。然而，1964 年朴正熙政府急于

对日和解的外交姿态引发了由学生作为主导力量，知

识界、舆论界以及在野党广泛参与的反对派的强力抵

抗。在“韩日会谈”反对派那里，日本被界定为新帝

国主义势力，韩国依靠日本资本进行现代化建设则

是在对美依附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重对日隶属。Hong 

Insuk（홍인숙）：《韩日会谈反对风波》，《用论争

解读韩国史 2》，第 316-320 页。

12 Han Yeongin（한영인）：《1970 年代“创作与批评”

民族文学论研究》，延世大学大学院国语国文系硕士

论文，2012 年，第 19 页。

13 Yu Munseon：《文学中的现实与参与》，《用论争解

读韩国史 2》，第 327 页。

14 崔元植：《从民族文学论到东亚论：崔元植对话亚际

青年学者》，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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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也是从梳理它在西方语境内产生的历

史背景与哲学基础开始的。白乐晴援用英国

小说家 D.H. 劳伦斯的观点指出，纯粹文学论

不过是西方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本身就

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得势的欧洲中产阶层意识

形态中的一环。同时，纯粹文学论的哲学基

础是科学主义，这种认为主、客观能完全分

离的科学主义作为 19 世纪西方历史的产物，

在 20 世纪哲学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已

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

然而，白乐晴并非因纯粹文学论在西方

语境中产生，其产生时代成为了历史，便否

定了它的意义。与“纯粹文学论”在西方语

境内的“过时”相比，白乐晴忧虑的是它在

韩国现实语境内勾连的问题。在他看来，韩

国的纯粹文学论有着迥异于西方的特殊渊源。

今天在韩国固守纯粹主义的立场，又与

西方艺术家们的情况不同。韩国社会未曾有

过坚实的中产阶级的发展，欧洲资本主义时

代的艺术信条也就不会在此扎根。即便如此，

依然将文学的纯粹性作为金科玉律，看起来

只不过是借没真正消化的近代西方艺术理论，

来拥护没有被完全清理的前近代的姿态罢了。

这种现象与政治、经济层面上，以欧洲中产

层的政治、经济理念为借口墨守韩国后进的

社会构造是准确对应的。

19 世纪末欧洲文学的纯粹性乃至非生产

性，按萨特的话说，其实是勤勉的产业社会

的产物。与此相反，形成韩国纯粹主义骨架的，

则源自于与此完全不同的李朝两班阶级的世

界。也就是说，其根底在于产业化以前传统

农业经济社会一开始就有的权威主义、非生

产性，以及对待每件事均以非专业的赏玩精

神为生命的身份阶层的生活态度。15

　　

在 白 乐 晴 看 来， 当 时 韩 国 的 纯 粹 文 学

论只不过是韩国前近代“两班文学”不专业

的态度、门阀主义、畏惧官权等历史之糟粕

借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还魂罢了，是其主张者

在逃避政治风险和文学应该承担起的社会责

任。“遥远的他国文学的口号”，“而且是时

效差不多过去了的口号”在韩国的语境里未

经充分理解和有效的批判，便被奉为真理大

行其道。于是，这种文学理论在韩国的实际

作用，不过是为韩国文学中未曾彻底清除的

“前近代的基础”蒙上一块所谓先进西方文

化的遮羞布。在白乐晴看来，这一现象不仅

存在于文学领域，也并不只因文学领域内部

的问题而产生，而是精准对应着韩国经济、

政治层面上借所谓西方的“先进”理念来维

护实际上后进的社会结构。

于是，我们发现，通过对韩国纯粹文学

论的上述批判，白乐晴提出的实际是他眼中

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文学乃至整个韩国社会面

临的双重困境——封建社会的文化犹存，而

西方经验未经充分理解、有效转化便被横加

应用。而这一双重困境实质上是理解白乐晴

“传统观”的基础。

在充分意识到了纯粹文学论对应着韩国

社会的西方中心主义这一点上，白乐晴与当

时韩国文坛的民族主义者们并无二致。但是，

后者的解决之道是排斥西方文化，关起大门，

走向本民族的传统。然而，对于如何设定韩

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本

民族的传统，白乐晴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

15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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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是借助于对文学之纯粹性的讨论展

开的。

（二）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共谋

白乐晴拒绝自筑纯粹之藩篱来逃避现实

的纯粹文学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倒向

了参与文学派。白乐晴主张文学有其纯粹性。

他否定了以朴素的功利性眼光看待文学，把

文学的功能界定为普通工具的观点。借助萨

特在《文学是什么》中的相关讨论，白乐晴

提出，人的自由与文学的价值是不可分的。

然而，文学不能直接作为实现人的自由的某

种工具而被利用，而是要以文学自身的名义

发挥它的功能。

白乐晴与参与文学派的根本分歧则在于，

他们对文学的艺术价值有着不同认识。白乐

晴不赞同参与文学派仅以社会背景、政治倾

向判断文学的艺术价值的文学批评方式。他

认为：“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往往会犯的错误，

即文学的艺术价值由其社会、思想背景所决

定的错误，在历史意识真正透彻的批评那里

是很难看到的。相反，在最近我们周围以‘参

与’之名进行的许多批判，虽然在挖掘纯粹

主义中隐藏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向背方面很是

犀利，到了作品批评却似乎多数情况下都止

步于公式化的素材本位，或者皮相上的倾向

性本位。”16

在白乐晴那里，文学的艺术价值有着超

越它所在的特定时间、空间的特性。对此，

白乐晴借用了美国小说家法雷尔（James T. 

Farrell）提出的问题，即文学是否具有移越价

值（carry-over value）——一个时代被一个具

有完全不同的经济构造和理念的时代所超克

时，旧秩序产生的文学是否具有原样被“移越”

到下一个时代的价值——来进行阐释。对此，

白乐晴主张，伟大的文学毫无疑问具有这种

移越价值。同时，他也补充道，这种价值还

可以移越到同时代的不同社会之中。“所谓

文学的移越价值不一定意味着从一个时代转

移到下一个时代。在同一个时代中生活却有

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历史背景的社会，它们

的文学作品也可以相互移越。”17

事实上，白乐晴与他所批判的参与文学

论者对于艺术价值的不同观点，根源于二者

在认识论上的差异。在后者那里，文学作品

只能在诞生了它的特定的时空内获得相应的

艺术价值，它强调艺术价值之特殊性和不可

复制，是一种特殊主义或者说相对主义的观

点。这实质上也是白乐晴同时代韩国文坛的

民族主义者们拒斥西方文学的根本立足点。

而白乐晴主张伟大作品的艺术价值之于不同

时代和不同社会的“可移越性”，也就是说，

艺术价值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这种认

识出发，无论源自东方还是西方，伟大的文

学作品中必然蕴含着能够被韩国文学所共享

的价值。就此而言，白乐晴可以被归类为普

遍主义者。

然而，对于进一步理解其文学观而言，

必要的提问在于，白乐晴是何种意义上的普

遍主义者？换言之，在他看来，什么才是具

有普遍价值的伟大文学呢？

解答上述问题的线索隐藏在白乐晴对文

学之社会功能的讨论中。总体上看，白乐晴

的相关论述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文学理

想的社会功能；其二则是基于韩国社会的现

实状况，韩国文学应有的社会功能。在这两

16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24 页。

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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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上，白乐晴分别给出了他眼中足以成

为韩国文学之历史先例的伟大文学。白乐晴

对于文学之理想社会功能的理解与他自身对

于韩国乃至人类社会理想发展方向的期待密

切相关。

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所有人都能最健康地

享受最优秀的文学。为了到达这种状况，需

要充分的物质和时间的余裕，需要普及真正

的自由和较高的文化水准，需要建成以同一

个理念凝聚在一起的共同社会。作者发挥自

己的文学才能就是在愉悦自己生活的社会，

抒发个人感情正是在反映社会，其结果将是

仅仅以反映社会来助力实现更好的将来。读

者的幸福不亚于作家，在度过愉快的时光之

中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伟大文学的感化，为

社会的发展做贡献，在忠于自身职责的每一

瞬间都在促进着更好的文学出现。这种社会

当然在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也许以后也

不会出现。然而，我们却并非完全没有倡导

这种梦想，为实现这种梦想而努力地作为我

们指针的历史先例。18

在所有人都有着充分的物质和时间余裕，

普及了真正的自由和较高的文化水准，以同

一个理念凝聚在一起的共同社会，文学才能

以文学自身的名义，发挥它作为“高级的游戏”

的理想功能。而倡导这种理想社会之文学，

便是韩国文学的历史先例。这样的共同社会，

在白乐晴那里无疑是人类所普遍追求的最高

价值的完全彰显。关键在于，白乐晴指出，“这

种社会当然在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以后

可能也不会出现。”

这意味着，在白乐晴那里，所谓普遍、

最高价值并不是某种绝对的、现成的东西。

它不能够被完全描述、明确界定。于是，从

认识论上看，白乐晴不是一名绝对主义者。

他区别于将西方的价值视为普遍价值的西方

中心主义者，同时，也区别于那些将本民族

的价值绝对化的排他民族主义者。白乐晴对

人类普遍价值、共同理想的笃信，更接近于

一种进步史观。

白乐晴上述对“未完”、“未知”的普遍

价值的追求在他的第一篇文学理论《市民文

学论》（1969）中得到了延续。在文中，白

乐晴借用了源自西方的“市民”这一语汇，

却对其进行了重新界定和阐释。他指出，法

国革命时期市民阶层所表现出的面貌不能作

为我们自身理想的“市民”之完全定义，而

是“市民”在有限意义上的显现。在白乐晴

那里，理想的“市民”不等于西方的作为特

定阶级、阶层的市民概念，它不是实体，没

有固定内涵，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

是“我们要争取和创造的未知、未完的人的

形象”。19

《为了确立民族文学之概念》（1974）一

文是白乐晴正式探讨民族文学的开始，也被

视为“民族文学论”诞生的标志。文中，白

乐晴的上述特质依然清晰可见。白乐晴将“民

族文学”作为韩国现代文学应该追求的理想

文学形态。他强调，民族文学论从根本上区

别于国粹主义的文学论乃至文化论。后者将

民族作为某种永久不变的实体和有着至高价

值的存在。在白乐晴看来，民族文学的概念

18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28 页。

19 白乐晴：《市民文学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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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彻底的历史的性质，它在相应的历史状

况中获得相应的内涵，当状况发生变化，它

可能被否定，也有可能被相对而言层级更高

的概念所吸收。20

回到《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一文中来。

白乐晴在认识论上的特点决定了，对他而言，

韩国文学的发展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历史范

本，无论这个范本来自于西方还是自身传统。

不过，白乐晴仍然强调存在“倡导这种梦想，

为实现这种梦想而努力的作为我们指针的历

史先例”21。

问题是，在对这种历史先例的探寻中，

白乐晴却搁置了自身传统，将目光投向了西

方文学史。以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物质和时

间余裕、读者层的文化水准等为标准，白乐

晴指出，古希腊埃斯库鲁斯的悲剧与品达的

抒情诗、莎士比亚的文学、17 世纪的法国贵

族文学等虽然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却依

然属于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文学理想功能的

先例。然而，对于“引领我们现在的文学”而言，

东方传统则有着致命的弱点。

那么东洋传统中就没有跟我们的梦想哪

怕有一丁点符合的社会吗？

…………

然而，即便是发源地中国的文学对于引

领现在我们的文学而言，也有着致命弱点。

当然，东洋古典的移越价值巨大。我们活用

它的姿态也不无问题。然而，形成东洋古典

背景的世界观和社会理念对现在我们的状况

而言过于不适合，所以我们首先也要采取批

判的态度。在此意义上，东洋古典与法国古

典文学有很多相似点，甚至在某些方面前者

更具开放性，可相较之下，反而比笛卡尔和

高乃依离我们的要求更远。

17 世纪的法国在现代无论如何都无法容

纳的社会体制中享有着现代人无法产生共鸣

的安定感，诞生了与之相应的文学，它与东

洋古典文化不同，是具体的现代化过程中的

一个阶段。……法国旧制度的理念不像东洋

传统社会的理念那样，有着吸收指向现代化

的诸种要素，使其被前近代体制同化的特质。

20 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之概念》，《民族文学

与世界文学》，第 125 页。

21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28 页。

白乐晴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民族文学与世

界文学》



从《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
看白乐晴的文学观

116

这个事实或许就是让西方前近代社会不得不

比东方传统社会短命得多的弱点。然而，喜

欢也罢讨厌也好，在东洋，在现代化工作也

不可避免的今天，东洋文化的遗产中也似乎

隐藏着比西方封建社会的残余更加反动的因

子。尤其是当它与西方的某个潮流简易结婚

之时，恐怕其威力足以麻痹一代人的精神。22

引文显示，所谓先例，是在“引领我们

现在的文学”意义上的先例，是白乐晴眼中“现

代化工作不可避免的今天”，也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文学要借鉴的历史经验。在白乐

晴看来，对于韩国文学的现代化而言，“形

成东洋古典背景的世界观和社会理念”过于

不适合。其原因在于，17 世纪的法国是“具

体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东方传

统文化的理念中却具有吸收朝向现代化的诸

种要素，将其同化到前近代体制之中的特质。

于是，虽然“东洋古典的移越价值巨大”，

但是其遗产中有着与西方前近代社会相比更

顽固、更反动的封建因子。在此意义上，白

乐晴认为，对韩国现代文学而言，东洋古典

文化比法国文学离得更远。

为了保障韩国文学的现代化工作，白乐

晴不仅对东洋文化传统表示了警惕，对于同

时代韩国文史学界的传统文化发掘工作也并

不认同。

另一方面，也有人努力从别处寻找我国

文学真正的古典。这就是主张所谓的不是少

数支配层的文化而是我国的庶民文化，以及

实学派的作品才是韩国固有的文学遗产，是

主体的现代化的基石。

对于形成新的韩国文学而言，如果这意

味着他们的作品比许多文士的汉诗或松江歌

辞 23 具有更大的移越价值，那这倒是更值得

侧耳倾听的观点。然而，真的有活在这里的

传统吗？起码说，历史如果踏上了稍微不同

的路径，就会有自主地现代化直到 1960 年代

还依然充满活力的传统吗？

比如，列强稍微人性化一点，容忍朝鲜

再独立发展了几十年；比我们新文学初期的

李人植或李光洙更有庶民志趣、信念强那么

一点点的大丈夫驰骋于文坛等等。但是，诸

如此类的设问不可能有正确答案。要说有一

个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那就是，在实际发

生的历史中，韩国社会和韩国文学未能进行

独立的现代化。24

上述引文可以看作白乐晴对于进入 20 世

纪 60 年代后韩国文史学界出现的排他民族主

义思潮提出的质疑。在白乐晴看来，当时韩

国文学界发掘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思路在于，

如果没有遭受来自列强的冲击，韩国将会走

出一条自主的现代化道路。而他们的工作主

要是在这种假设之下，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

那些能够通向自主的现代化的传统因素。对

此，白乐晴进行否定的原因在于，它事实上

是学术研究对于现实的回避：“在实际发生

的历史中，韩国社会和韩国文学未能进行独

立的现代化。”白乐晴的逻辑不难理解，毕竟，

回避现实的学术研究对于现实意义上韩国文

22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31 页。

23 朝鲜王朝中期文士郑澈（1536-1593）号松江。《松

江歌辞》是收录他创作的歌辞和时调的诗歌集。

24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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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自主的现代化又能有何实际作用呢？

而白乐晴没有明确说出，却更加本质的

原因在于，那些立足于民族主义史观，试图

重新书写韩国文学现代化轨迹的研究，却尚

未建立起根植于自身历史土壤的“现代”标

准，仍然以西方的现代作为衡量自身的尺度。

于是，虽然它表面上是民族主义的，本质上

却实现了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共谋。

从本质上看，《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

时期的白乐晴之声称“传统殆无”。不过是

他在无力突破上述困局时的一种暂时性的说

辞罢了。毕竟，在态度坚定地说出韩国文学

没有“活着的传统”，激烈地声称“首先要

认识到，我们几乎没有能像继承父母的血和

肉那样继承的文学传统”的同时，白乐晴依

然看似矛盾地强调：“为了我们文学的发达，

我们要在全部的世界历史中寻找有深刻共鸣

的先例。莎士比亚与莫里哀的古典自不用说，

也要在我们过去的角角落落里寻找那些能够

移越过来的东西。”25 恰恰在这种矛盾中，白

乐晴展现出他对“传统”的基本态度：“传统”

与其说是一种永恒的、客观的存在，不如说

是一种应该根据现实需要在无数的历史经验

之中选择和发掘出的、包含了人的意志的东

西。以创造更好的未来为目标，“传统”或

优秀历史经验的发掘工作不应该被限定在“民

族”或“国家”的范围内，而是要向全部的

人类历史开放。

有趣的是，当 1969 年白乐晴在《市民文

学论》中自我批判三年前否定传统的说法时，

他所引用的句子不仅包含了“传统断绝”的

说法本身，还包括上述要在全部的世界历史

和韩国过去的角角落落中寻找先例的语句。

而白乐晴反省的重点则在于他本人“出于善

意”的传统断绝的说法。他指出这种在韩国

知识界并不少见的说法本身也能成为传统衰

退的重要动因。26 这说明，在白乐晴那里，传

统不是由古代积淀而来的属于过去的东西，

而是现实与过去的对话。因而，它才受制于

现实，受制于现实中人的意识。于是，白乐

晴对自己三年前传统断绝的说法之反省，反

而再度确认了他在《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

中的传统观。而白乐晴的变化就在于，他对

于自身作为知识分子肩负着创造性地发掘韩

国现当代文学所需要的“传统”、发扬这种“传

统”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样值得注

意的是，白乐晴实现了所谓“转向”投入到

传统发掘工作之后，他对于韩国的“民族文学”

传统的探寻均是在实际发生了的历史中进行，

明显区别于他在《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

中所批评的回避真实历史的研究方式，这又

何尝不是他思想一贯性的体现呢？

事实上，当白乐晴说出“我们东洋的、

韩国的传统断绝了命脉，将其有意义地复活

的道路尚未开启”之时，他的判断依据显然

是东洋没有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东洋传统不

能为韩国现代文学提供现成的价值评判标准。

然而，白乐晴接着指出：“若以古希腊或近

代西方的古典文化为母体，则我们的语言和

风俗以及诸般事情都与之大相径庭”27。这意

味着，他已经意识到，西方文学的现代化之

路也无法成为韩国文学现代化的模板。

对白乐晴而言，真正的难题在于，韩国

25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32 页。

26 白乐晴：《市民文学论》，第 37 页。

27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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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现代化已不可避免，在他目光所及之

处，自身文化传统中非但没有直接经验，内

中还包含着阻碍文学现代化的封建因素。与

此同时，西方文学的发展模式又不能照搬。

那么，韩国文学的现代化应该如何进行呢？

白乐晴此刻所苦恼的，正是同时代韩国文坛

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和排他民族主义者们均未

能认识到，于是也不可能承担的韩国文学者

的职责：如何在拒绝买办式的全盘西化的同

时，拒绝自欺欺人的国粹主义，建设具有主

体性的真正意义上的韩国现代文学呢？

（三）殖民和冷战的遗物——民族分裂

面对韩国文学现代化的时代课题，白乐

晴选择了搁置本国传统，同时也否定了照搬

西方文学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即便对于他主

张师法的西方文学经验，在与韩国的现实土

壤结合时，白乐晴同样表现出了重重顾虑。

在白乐晴看来，韩国社会中没有物质和

精神上的余裕；大多数民众没有阅读能力，

还未成为文学读者；现有读者层中的所谓“大

众”沉醉于庸俗文学；作家、批评家缺乏现

实关怀，不懂社会科学；其他方面有能力的

知识分子则不关心韩国文学。在此，如果说

白乐晴对韩国的文学者以及知识分子提出了

相当高的要求，其原因就在于，韩国作家被

白乐晴界定为了大众的“启蒙者”。

白乐晴对于启蒙的认识建立在萨特相关

论述的基础之上，兼顾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与

艺术水准。在他看来，韩国文学者要启蒙的

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文学读者的“大

众”，还包括在现实中甚至无法成为文学读

者的、作为大多数民众的大众。借用萨特提

出的概念，白乐晴将这两种类型的读者分别

称为“现实读者”和“潜在读者”。白乐晴

认为，启蒙并非要求作家自降水准以配合现

实读者或潜在读者的实际阅读能力，而是要

求作家一方面为被排除在现实读者之外的民

众的痛苦和委屈代言，同时为坚守着最高水

准的读者带来乐趣，成为不是去麻痹他们的

勇气和良心而是给予其鼓励的健康的游戏，

才能得以生存，才能获得蓬勃的生命力。正

是在此意义上，白乐晴提出了韩国作家可以

师法的对象——同样承担了启蒙职责的 18 世

纪的法国作家和 19 世纪的俄罗斯作家。

然而，在此问题上，白乐晴的思考再度

遇到了难关。他深知，依靠简单模仿上述两

国作家的经验，韩国作家无法达到与之相类

的启蒙效果。白乐晴指出，与有过被殖民历

史的韩国相比，18 世纪的法国和 19 世纪的俄

罗斯不仅文化圈不同、时代不同，两国作家

还有着韩国作家无法比拟的现实条件。如，

两国都有丰富得多的文学遗产，以及可供作

家利用的“现实据点”，如 18 世纪法国，作

为现实读者的贵族阶层与作为潜在读者的市

民阶层均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和物质余裕，

而 19 世纪的俄罗斯作家虽遭遇统治阶层的彻

底排斥，却因知识分子自觉且团结于“为大

众代言”，得到了大众的声援。不仅如此，

韩国知识分子还要面对上述两国知识分子所

未曾经历过的“在冷战的夹缝里国土被分裂

的现象”。

也许，这并不仅仅是韩国文学现代化需

要面对的难题。相对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后进

国家的现代文学，西方现代文学无疑是先进

的参照物。然而，西方文学经验却仍然是诞

生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特殊经验，对于世界

而言不能成为“普遍”，对它之外的地区或

国家而言不具备“普适性”。当然，西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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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个殊者”并不是

完全封闭的，它们之间在不同程度上可以互

相理解和学习，可以通过打破自己的隔绝状

态来克服相对主义 28。白乐晴根据韩国文学特

有的现实建立相应的标准，以判断哪些是有

着移越价值、值得被韩国吸收的西方文学经

验。这本质上是在“个殊者”之间寻找共性、

建立联系的工作。问题在于，个殊者之间的

同质性要素分别被编织于不同的社会、历史

环境之中，无法脱离它所在的环境被理解以

及发挥作用。面对看似相类的状况，“后进”

简单模仿“先进”的具体经验往往不能带来

同样灿烂的成果。

至此，我们发现，白乐晴深刻体会到，

韩国现代文学没有不经转化就能直接利用的

文学传统，又无法复制西方文学现代化模式，

就连模仿西方文学的具体经验都难以达到同

样的效果。

在白乐晴那里，韩国现代文学遭遇的问

题，同样是当时韩国社会的现代化面临的挑

战。白乐晴主张，韩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过

程是一个区别于先进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创造

性课题。“在欧洲用了几个世纪首先完成了

资本累积和企业的合理化，接下来，则努力

通过修正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克服早期产业

社会的矛盾。与此相比，后进国不仅仅是要

在更短的时间内经历这两个阶段，而是要经

历两个过程交叠在一起的完全不同的经验。”

正因如此，后进国不能仅根据先进国历史中

的常规观念进行，否则“会生出既不是资本

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怪物”。29

对于现代化，白乐晴显然有着作为“后

进社会”一员的某种焦虑。这种焦虑并非源

于要赶超“先进”的强迫观念，而是基于他

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

20 世纪这个时代，是否是即便不进行产

业化，韩国依然能拥有政治主权和文化创造

力的时代？这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问题。它

又是不是传统东洋社会的构造能得以保存的

时代，抑或文学不获得更广泛的基础依然能

够生存下去的时代？这同样在我们说出意见

之前就已经被决定。我们能够决定的问题，

是在不可逆的大的变动之中，通过我们的力

量让那些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努力和勇气的

价值存活下来多少。30

就像这样，在白乐晴看来，韩国文学与

社会的现代化是历史潮流的必然要求。但这

不意味着韩国的现代化要随波逐流，而是要

能动地、主体性地让那些“取决于我们的智慧、

努力和勇气的价值”存活下来。

白乐晴此时对于“现代”的思考预示的，

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的民族文学论的展

开方向。“现代”是理解民族文学论的关键词。

白乐晴眼中韩国的“现代”，一方面区别于

西方的现代，同时也与排斥“现代” 、一味

复古的国粹主义划清了界限。民族文学的本

质，是以复杂的态度去对待现代，承担起既

要“适应现代”，又要“克服现代”的双重

课题。要对西方现代文化经验保持开放的态

度，“继承现代初期欧洲国家语言文学的灿

28 “个殊者”一词源于陈嘉映，意为特殊的个体。陈嘉

映：《何为良好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年，

第 293 页。

29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45 页。

30 同上，第 3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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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成果”，同时，也要深知韩国文学依靠单

纯模仿无法创造出同样的成果。因此，关键

要“忠于具有殖民地经验的分断民族的特殊

现实”。31

三、以文学之方式
介入分断民族之现实

忠于分断民族之特殊现实才是韩国文学

改革的真正出路。这一主张在《新的创作与

批评的姿态》中已经萌芽。白乐晴认为，文

学领域的改革不能仅依靠作家们模仿西方文

学写作技法的“文学的实验”就能得以实现。

“为了真正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实验，不仅需

要艺术的前卫精神，还有具备历史、社会使

命感，以及宽厚的启蒙热情”32。白乐晴呼唤的，

是韩国文学者的现实关怀。

对此，白乐晴提出了两点“战略上的概

要”。他首先指出，作家要把争取言论自由

的斗争作为自己的斗争。争取自由，针对的

是朴正熙政府时期极右反共主义的政治体制

对于思想、言论的钳制。面对韩国国内政治

的惨淡现实，白乐晴提出的斗争方法是利用

所有可能的现实据点。他强调，在韩国，文

学获得现实据点的方法只有依靠被大众广泛

阅读这一条途径。大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

正动力。而社会腐败、堕落之际，文学者则

担负着以自由、社会正义等价值启蒙大众，

以改革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的重任。

就此，白乐晴正面表明了他对同时代韩

国文坛文学论争焦点问题的态度。在他看来，

文学之启蒙职责与其纯粹性并不相悖。社会

腐败之时，文学与艺术之纯粹，就在于它们

能够以其纯粹，守护在充满矛盾的社会、经

济等基本构造中难以维持的自由、正义等价

值。而薪资微薄的作家之纯粹，则是以知识

分子的思想，彻底坚守被现实所排挤的社会

理想与创造精神，并将其清晰地传递给大众。

社会黑暗之时，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等知

识分子埋头于学问、不问世事，不是纯粹，

而是助纣为虐。同时，走近大众的方法不是

增加作品的通俗性，或者为抽象、虚空的价

值呐喊，而是坚守作品的水准，通过作品具

体地、清晰地展现韩国大众所追求的自由和

正义。

其次，白乐晴主张，韩国文学还肩负着

南北统一的重任。他指出，国际冷战状态依

旧持续，军事、政治、外交等方式都似乎无

法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甚至连具体讨论这个

问题都可能被扣上“反国家”的罪名。在此

情况下，成为统一国家的捷径就在于通过文

学表达民族感情，确认朝鲜半岛上的大众都

是同一种风俗和语言的所有者。

韩国文学中体现的民族感情或语言也

许不一定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然而，韩国

的语言，以及创造了这种语言，又为其所造

就的生活感情，是在韩国出生长大的所有人

都浸润在其中的生活的基本条件，形成了

他们无论以怎样的方式都只能同甘共苦的纽

带。……因此，韩国文学仅仅以其是韩国的

文学这个事实，就能成为对南北分断生动的

31 白乐晴：《韩半岛殖民性和现代性之双重课题》，苑

英奕译，见白永瑞、陈光兴编：《分断体制·民族文

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0 年，第 131 页。

32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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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就能为历史的命运共同体韩民族最焦

心的渴望代言。33

基于此，白乐晴主张，作家要反复锤炼

自己的语言，避免成为流于时俗的套话，又

要在描写现实方面足够洗练。

那么，白乐晴希望文学肩负起的是怎样

的统一呢？在朴正熙政府当时依然宣扬“反

共统一”，而进步知识分子口中的“和平统一”

仅仅是一个虚空的口号之时，这个问题显得

颇为必要。白乐晴提出的理想是“实现自由

与社会正义的南北统一”。他指出，韩国文

学的潜在读者层不仅限于休战线以南的大众。

与此同时，韩国文学能否对休战线以北的潜

在读者发出呼声，最终取决于它在韩国拥有

怎样的读者。

由此可见，在白乐晴那里，实现韩国的

民主、自由、社会正义与实现朝鲜半岛南北

统一息息相关，前者是实现南北统一的重要

且必要之环节。换言之，朝鲜半岛真正意义

上的统一，其落脚点应该在于南北两侧最大

多数的民众实现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和正义。

正是在此意义上，白乐晴的上述论述已

经蕴含了民族文学论的核心问题意识。韩国

文学评论家崔元植指出，针对 20 世纪 70 年

代朴正熙独裁政权下的反共复合体制提出民

主主义的诉求，是民族文学论的核心。民主

诉求之所以通过“民族”一词呈现，其根本

原因就在于认识到制约韩国民主主义的根源

与朝鲜半岛的分断状况密切相关。来自朝鲜、

中国等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总是成为

韩国拖延民主主义的借口。正是在认识到民

主主义的诉求与朝鲜半岛的统一应当结合的

基础上，民族文学论才得以诞生。34

事实上，透过白乐晴此时对韩国文学与

大众之关系的相关论述，我们也可以理解 20

世纪 70 年代的民族文学论何以也被称为“民

众文学论”。当然，民族文学论时期，白乐

晴对于文学与民众之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入和

明确。民族文学论强调文学贴近民族大多数

成员的实质性要求。它试图打破被分断国家

的国家意识形态所形塑的文学正典之标准，

建立新标准，以期“形成与体制所培养出来

的国民有区别的新的读者共同体”35。显然，

这里的“新的读者共同体”就是承载了白乐

晴实现民主政治与民族统一愿景的理想历史

主体——民众。

结语

有研究者评价，1970 年代韩国民族文学

论的出现为韩国文学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它

以前所未有的声音向韩国文学者乃至整个知

识界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民族、社会、历史责

任问题。36 我们知道，这种呼唤早在 1966 年

白乐晴的《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发表当

时就已有先声。这篇文章中所倡导以及践行

的纯粹之学术精神和积极介入现实的态度，

奠定了 20 世纪 70 年代“民族文学论”的根基，

预示了韩国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民族文

33 白乐晴：《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第 350 页。

34 崔元植：《从民族文学论到东亚论：崔元植对话亚际

青年学者》，第 221-222 页。

35 同上，第 224-225 页。

36 李东夏：《戏剧性的扩大与深化》，见金允植、金宇

钟等：《韩国现代文学史》，金香、张春植译，民族

出版社，2000 年，第 421-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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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运动”之于韩国文学的意义，以及它在韩国民主化运动中发挥的社会

价值。

《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一文不仅是白乐晴对于同时代“参与 /

纯粹文学论争”中两种文学观的即时性回应，同时也是他对于影响着韩

国文学乃至整个韩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两种思潮“西方中心主义”和“排

他民族主义”、“复古主义”的深度批判。而白乐晴本人正是通过对韩

国文学之纯粹性与社会功能问题的学术讨论践行了他所倡导的启蒙。在

学理层面上，白乐晴推进了在第一阶段的“纯粹 / 参与文学论争”中提

出的问题，并将其引向更深处。在实践层面上，白乐晴则试图依靠对韩

国文学者的启蒙，来实现白乐晴作为文学者对韩国社会的现实参与。

白乐晴在这篇文章中思考的，实际上是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韩国文

学者的问题：处身于朝鲜半岛上民族分断及周边局势变幻不定的状况中，

立足于韩国国语文学相对汉文学而言贫瘠的历史土壤，面对某种程度上

已经内化于韩国知识界意识深处的西方中心主义，如何在承接朝鲜半岛

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养分，创造出具有

民族主体性、能够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的韩国文学呢？

写作《新的创作与批评的姿态》时期，白乐晴尚未像 20 世纪 70 年

代那样，对“韩国现代文学”形成系统的理论认识，对文学研究中的具

体问题给出包含历史张力的判断标准。即便如此，这篇长文依然可以帮

助我们一窥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韩国文坛基本的意识形态地形，认识

民族文学论这个在韩国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理论之诞

生轨迹。


